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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音乐史料的编纂

　　内容提要：中国音乐史研究以历史上的文献遗存为主要对象。深入理解中国音乐史料的编纂特点，是进行这

项研究的重要前提。本文结合近年来的音乐文献学实践，提出：在整理出版音乐古籍的工作中，须重视目录学、

版本学、校勘学方法的综合应用；在分类汇编音乐史料的工作中，须注意向中国史学取资，建立同学术目标相适

合的体例并严格遵循；在辑编散佚乐书的工作中，既须注意资料完备，也须注意古书结构的复原。本文还提出：

应该通过搜集整理特殊音乐文献(比如域外音乐文献、民间唱本文献)，来开拓中国音乐史料学的新领域。

　　关 键 词：音乐史料/文献学/史学/编纂体例

　　作者简介：王小盾，河南师范大学教授； 金溪，中国音乐学院讲师、中国音乐研究基地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音乐文学通史”(项目编号：17ZDA241)的中期成

果。

　　学术研究的本质是处理资料。音乐史学的本质，则是处理主要以文本形式(兼及文物形式)呈现的关于音乐活

动的史料。早在新石器时代，华夏人就进入了定居生活。至晚在甲骨文时代，书写成为记录历史的主要方式。从

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①)起，中国人逐年不断地记下了自己的历史，古代中国便留下了汗牛充栋的文

本文献。这在全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在中国谈音乐史学，必定要谈史料编纂学。因为编纂音乐史料是进

行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基础。

　　编纂音乐史料的必要性，不仅同中国音乐史学的特性有关，而且同中国音乐文献的特性有关。同一般的典籍

文献相比，中国古代音乐文献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它分为“乐”“音”“声”三部分，散落在古文献的不同

部类，②不集中。第二，它在文献整体中占比例小，比较隐蔽。第三，它通过各种记录方式保存下来，往往呈碎

片化面貌，不易搜集与整理。第四，它过去只被少数人关心，难得刊印，比较完整的音乐古籍往往只有一两个版

本；即使存在多个版本，也比较晚近，甚至出于同一个版本系统。由于早期的祖本往往佚失或残缺不全，所以很

难进行版本对校。第五，古代只有“乐学”而没有“音乐学”。因此，经部以外的音乐文献很少得到校订与梳

理，存有许多讹误和模糊之处。怎样来理解中国古代音乐文献的这些特点呢?文献学研究者的理解是：整理音乐

文献很难。而中国音乐研究者则认为：其实使用音乐文献更难。即使去寻找比较准确的古代音乐资料，也是一件

难事。

　　很多音乐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对音乐史料加以编纂和整理，从而推动音乐史学科的科学化和精密化。从已有成

果来看，有四个方面比较突出：(1)整理出版音乐古籍；(2)分类汇编音乐史料；(3)对残存音乐古籍实施辑佚；

(4)对藏于域外或采自民间的特殊文献加以搜集整理。这些工作值得表彰。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各类工作之间存

在明显的性质差别，且尚未受到重视。因此，编不编音乐史料，诚然是一个问题；如何编纂中国音乐史料，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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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问题。为此，本文拟结合近年来音乐文献学的实践，对音乐史料的编纂方法问题加以讨论。其要点是：针

对整理出版音乐古籍的工作，讨论如何运用文献学方法的问题；针对分类汇编音乐史料的工作，讨论体例类型及

其演进关系的问题；针对辑编散佚乐书的工作，讨论如何复原乐书结构的问题；针对搜集整理特殊音乐文献的工

作，讨论中国音乐史料学的新领域问题。

　　一、音乐古籍整理中的文献学方法

　　音乐古籍整理以“书”为对象，亦即针对独立成书的古代音乐文献。从方法角度看，主要有两种工作：第一

是校注，即通过校勘来建立一个符合原貌的定本，通过注释来征引旁证资料以疏通文义；第二是汇编，也就是建

立同类著作的集成。近年来，校注成果有王守伦等人的《律吕正声校注》，亓娟莉的《乐府杂录校注》。大型文

献集成则有王耀华、方宝川主编的《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钱仁平主编的《民国时期音乐文献汇编》，刘崇

德主编的《唐宋乐古谱集成》，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组织编纂的《中国工尺谱集成》。这些成果意味着，

音乐文献整理工作在广度与深度上都有了显著的进展。

　　而若从印刷手段角度看，以上工作可分为影印、排印两类。前者用于大型音乐文献集成，后者则用于单部著

作的校注。使用这两种手段，各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关于如何校注专书，文献学家讨论较多。现在看来，容

易被忽视的是音乐文献影印工作。

　　影印的主要优势在于简捷，可以迅速汇集材料并呈现古籍原貌，因此，较适合那些版本较少、藏地分散、不

通行的音乐古籍珍本，以及符号形式的音乐文献。以上几种集成书，就注意了这两类音乐文献。比如《中国古代

音乐文献集成》所收录的《琴苑要录》，原藏于国家图书馆，为铁琴铜剑楼抄本，属珍本古籍。而《唐宋乐古谱

集成》和《中国工尺谱集成》，则收录须以图像形式保存其原有面貌的乐谱文献。它们证明，对于音乐文献来

说，影印是不可缺少的整理方式。

　　古籍影印有两项必要的技术：一是照相、扫描技术，二是文献学技术。近年来，照相、扫描技术有很大发

展，在这种情况下，文献学技术就显得非常重要了。特别是以下四项技术。

　　(一)重视选择底本

　　底本意味着古籍整理工作的基本平台，对于任何一种整理都很重要。而就影印古籍来说，底本选择则可以说

是成败的关键。因为底本好坏既可决定影印质量，也可影响影印的意义——我们知道，影印的目的之一就是传播

内容完备、文字准确、最具学术价值的版本。

　　比如《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其第一辑影印了“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中的乐志、律志，以及“十

通”中的音乐部类，选目很好。但有一个问题：这些书的大部分都有现代人的校点本。因此，《集成》在选用版

本时面临了三条路线：第一，为方便读者，尽量选用最佳版本，亦即中华书局等出版社的点校排印本。第二，为

了对点校本加以补充，尽量选用较稀见的早期刻本。第三，为便于操作，选用简便易得的版本，比如二十四史选

用“百衲本”，《通典》等“九通”选用光绪浙江书局本。大家知道，《集成》一书走的是第三条路线，这是让

人有点遗憾的。因为第三条路线是学术价值较低的路线。其实，即使第一条路线有体例方面的违碍，我们也应该

参考各种点校本的版本说明，来实施第二条路线。比如《通典》，有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北宋版本，经长泽规

矩也、尾崎康两位日本专家先后校订，已成为善本。相反，从武英殿本翻刻而来的浙江书局本，却是一个庸本。

王文锦在校点本《通典》的前言中对此说得很清楚。他说：“明代以后的《通典》版本，多有误刻或擅改古本的

地方，武英殿本所依据的明人王德溢、吴鹏校刻本于古本窜易尤多。”③由此可见，直接影印浙江书局本，而不

加入今人依宋元善本而提出的校勘意见，便可能对学术产生误导。

　　(二)保留古籍的形式特征与版本信息



　　随着扫描技术的提高，近年来出现了两种处理古籍的方式：一是退底色反白，二是灰度影印。④有些古籍甚

至同时采用上述两种方式，将两种版本上下分栏并列排版，以便对照阅读。这种反白与灰度影印相搭配的情况，

也出现在音乐古籍的影印工作中。比如《唐宋乐古谱集成》第一辑、第二辑，就基本上采用钞本、写本以灰度影

印，刻本以反白影印的方式，较好地保存了原本纸面上的形式信息。

　　不过，在《唐宋乐古谱集成》第二辑《唐宋乐古谱类存》中，却留有一个瑕疵——所收录的两种《碣石调·

幽兰》，均为反白影印。其中一本取自《古逸丛书》所收影旧钞卷子本《碣石调·幽兰》，属二次翻印，固然无法

显示原本面貌；但另一本的原本是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本，则应该考虑灰度影印。现在的做法，未实现本书

“钞本写本以灰度影印”的体例要求。

　　(三)撰写提要，明确古籍的身份

　　撰写提要，可以把两种特殊信息—经编纂者目验的信息、从古籍内外提炼的信息—记录下来，是影印古籍工

作不可或缺的部分。一般来说，完整的书籍提要，至少有书名、卷数、撰人、年代、内容要点和版本状况等六个

要项。

　　音乐研究者在整理古籍的时候，向来比较注意撰写提要，例如《琴书集成》的每一册卷首，都有该册所收书

目的《据本提要》。近年来，《唐宋乐古谱集成》和《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也都做得比较好。但如果要举出

一个反面的例子，那么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永乐琴书集成》。此书于2016年由西泠印社影印出版。书首有一篇

《出版说明》，说此书“明成祖敕撰，为明内府写本，全书凡二十卷”，“收罗鸿博，语无不详”。又说因“查

阜西先生编辑《琴书集成》时没有收录”，所以把台北藏本“影印面世”。这篇《出版说明》，其功能也就是提

要。它是否合格呢?我们认为不合格。第一，它虽然说到了书名、卷数、内容、版本和收藏情况，但读者无法从

中了解这部书的来历。比如，此书作者是谁?版本系统如何?这些基本信息是空缺的。第二，它的表述很含糊，关

于原本馆藏地，只说了“原书现藏台北”六个字。不仅在原书影印本上看不到序言、跋语、牌记、印章，而且，

读者即使想调查其版本流传情况，也无从着手。第三，它声称考虑到查阜西先生对《琴书集成》的整理，但查阜

西先生所说以下一句话，它却未予回应。这话见于《琴书大全》提要，云：“《千顷堂书目》著录《永乐琴书集

成》的子目与此书相同，但《永乐琴书集成》为写本，亦非永乐间的工料，疑是明季书商伪作。”⑤《永乐琴书

集成》是不是“明季书商伪作”?这个问题很尖锐，此书整理者有责任加以回答，至少应该提供必要的相关信

息，但很可惜，《永乐琴书集成》的整理者没有这样做。

　　(四)进行必要的校勘

　　以上所说意味着，整理古书有一个基本要求，即首先要明确此书的文献学性质。《永乐琴书集成》的问题，

就是因来历不明而性质不明。怎样来解决这一问题呢?最简单的办法是把此书和《琴书大全》作一对勘，考察这

两部琴书之孰先孰后。我们做了这个对勘工作，发现两书在文字上大体相同，的确出自一源，但其差别却很微

妙。首先一个情况是：根据上下文义，同时比较两书所引前代文献，可以判断，《永乐琴书集成》的书写往往比

《琴书大全》正确。这意味着，《琴书大全》是摹刻《永乐琴书集成》而成的，在摹刻时因形近造成了错误。其

次一个情况是：在《永乐琴书集成》第三卷突然出现了大量误字，误字之上有明显的加笔痕迹。这意味着什么

呢?我们认为，这是有人在《永乐琴书集成》成书后，用加笔划的方式故意制造了错误。尽管我们不知故意刻划

者是何人，其意图如何，但可以肯定，《永乐琴书集成》并不是晚明书商的伪造。也就是说，《永乐琴书集成》

具有原创性，价值高于《琴书大全》。它早于《琴书大全》(略早于1521年)而成书，应该产生在影印本所说的永

乐年间(1402-1424)。

　　总之，影印音乐古籍，是一项赋有文献学意义的工作。既需要按版本学规则选择版本，尽力保存版本信息；

又需要按目录学规则，撰写信息完整的提要；还需要采用校勘学方法，进行必要的考订工作，以明确古书的来



历。只有做到这三条，所影印的音乐古籍才具有明确的学术身份，因而具有充分的史料价值。

　　二、音乐史料汇编的体例及其类型

　　“史料”和“文献”是两个略有异同的概念。“史料”指据以研究历史的资料，特别是编纂史书所用的资

料，既包括书报和文件，也包括实物和口碑。“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文”指记录典章制度的文

字资料，“献”指传述相关掌故的人。⑥因此，“文献”指的是文化载体。但在现在，“文献”通常指记录知识

的书面资料，特别是文字资料。两者相通的地方在于：文献可以用为史料，史料的主体是文献。但它们也有不

同：“文献”概念强调知识的形式(是不是“文献”，看它是否具有文本形式)，“史料”概念强调知识的内容(是

不是“史料”，看它是否具有服务于史学的内容)；“文献”概念是客观的，“史料”概念则包含由史学提出来的

价值判断，有主观性。

　　和以上两种概念相对应，音乐文献学中有专书整理与史料汇编的二分。专书整理可以说是“文献学”的工

作，针对古书；史料汇编则应该说是“史学”工作的一部分，针对具有某种史学特征的文献——既包括古书，也

包括文书、文物、口碑和古书中的片断。从研究方法角度看，音乐史料汇编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音乐文献整理。

一般来说，两者都强调完备地占有资料，但音乐文献整理追求文本自身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音乐史料汇编则追求

文本所记载的事实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后者服从于史学研究，要对文献内容加以选择，注重其应用性。因此，它

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工作体例——确定选材范围、结构框架、书写方式。这是史料汇编工作中最为重要的部分。

　　目前，在文献史料汇编方面已有相当多的成果。从体例看，包含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选编类型。如中国音乐研究所的《中国古代乐论选辑》(1962)，吉联抗的《孔子孟子荀子乐论》

(1963) 、 《 春 秋 战 国 音 乐 史 料 》 (1980) 、 《 秦 汉 音 乐 史 料 》 (1980) ， 修 海 林 的 《 中 国 古 代 音 乐 史 料 集 》

(2000)，以及不久前出版的《中国历代乐论选》(2018)。这些作品采用一种比较常见的编排方式：以所引用的典

籍为单元，按时间先后排序——也就是按照朝代与时间先后排列各种典籍，再按照卷次列出相关资料。这一类型

的主要功能是依音乐史的顺序介绍资料，服务于教学。其学术含量主要取决于选材是否精当、注释是否准确。

　　第二种，类编类型。如2002年初版、2014年修订再版的《汉文佛经音乐史料类编》。这是一部典型的音乐

史料汇编著作。它把近百万字音乐史料，分为音乐神话、佛国世界的音乐、音声中的哲学、早期佛教与俗乐、佛

教音乐传入中土、中土佛教唱诵音乐、中土佛教歌舞杂戏和日本僧侣所记载的音乐等十四个部类，每一类下又各

设小目，依照时间顺序排列资料。它有三个特点：一是分类，二是全面网罗相关资料，三是以《征引佛经目录》

的方式考订书中全部资料的时间顺序。这些特点都表明了它的宗旨：服务于学术研究。因此，其学术含量不仅在

于选材是否精当，典籍年代是否准确；而且在于分类是否恰当，是否能为相关研究提供具有前沿意义的认识路

线。

　　第三种，考编类型。例如《汉唐散佚乐书的整理与研究》的“辑佚编”部分。它有两个特点：一方面，遵循

类编的编纂体例，将汉唐之间一千多年的散佚乐书，按其内容、性质，分为乐类、律类、琴类、歌辞类、录类和

谱类等十类，每一类之下以朝代为序，同一朝代中又按作者生卒年或成书时间的先后排列资料。另一方面，它的

目标是全面而准确地辑编佚书，因此，在“汇编”与“分类”的基础上，增加了大量“考校”的内容。后者包

括：(1)为每部佚书撰写解题，梳理其成书时代、撰人、内容、流传等信息。(2)尽力搜集同一条史料的不同版

本，进行对勘。(3)对史料进行多角度考证，写为按语。(4)设置疑误辨析一类，列出在汇编史料过程中被剔除的

条目，加以讨论。这一类型同样以服务于学术为宗旨。因此，其学术含量既体现在“编”的方面，也体现在

“考”的方面——通过校勘和考证，一方面提供具有文本真实性的史料，另一方面揭露文本所反映的关于编纂

者、编纂过程的关系，从而使散乱、零碎的史料方便地用于学术研究。



　　那么，有没有第四种类型的史料汇编呢?有的，不过它目前还存在于理想当中。2017年10月，在“中国音乐

史学史专题学术研讨会”上，我们提交了《中国古代的音乐史书写》一文⑦。此文考察了汉代《史记·乐书》、南

朝《古今乐录》、唐代《太乐令壁记》、五代《大周正乐》、宋代《玉海》和清代《律吕正义后编》等一系列音

乐文献，同时考察了早期的乐录体文献。我们发现：中国古代音乐史书写往往采用“两层一面”的体例。“两

层”指的是两层结构：第一层纵向分类，第二层在“历代沿革”的名义下作时间维度的叙述。“一面”指的是一

种表述法：陈述每一个事物，都按“长编”方式排列原始资料。我们知道，中国古代史学著述有三大文体：一是

纪传体，重分类；二是纲鉴体，重年代顺序；三是类书体，分类排列原始资料。“两层一面”实际上是这三种文

体的结合，代表了中国古代音乐史书写实践的结晶。换句话说，中国古代音乐史书写经历了从断代史到通史、从

分类史到综合史、从别录到总录这三条线索叠加的演进方式，才建立起了自己的形式传统。因此，它呈现了一个

很紧凑的著述面貌：依照分类排列资料，在资料基础上进行考证与论述。这一体例既可以说是中国音乐史料汇编

的体例，又可以说是中国音乐史著述的体例。显而易见，作为音乐史书写和音乐史料汇编两者的结合，它能够最

大限度地服务于中国音乐史研究，值得引入未来的中国音乐史学。

　　总之，中国音乐史料汇编是中国音乐史学的基础工作，其价值取决于它的学术含量，其发展过程因而表现为

学术含量逐渐增加的过程。实践表明，一个好的著述体例，是通过充分吸收各种史学方法(特别是文献考据之法)

而形成的，这是编纂音乐史料汇编的关键。

　　三、音乐古籍辑佚中的结构复原

　　上文说到，中国古代音乐文献有“碎片化”的特征，其主要表现是早期音乐古籍往往散佚。早在南朝梁代，

沈约就说过：其时汉代乐书已基本无存。⑧此后经历侯景之乱、隋末焚书以及安史之乱、黄巢之乱等种种书厄，

官私文献同样很难保存。大量古书只留下了书名，或只有片断文献见于其他典籍的引用，引用时且往往被节略、

删改。面对这种情况，中国音乐史学有一个重要责任：抢救那些已经散佚的音乐古籍，最大限度地恢复其原貌。

　　正是出于这一认识，从1990年起，我们实施了一个名为“古乐书钩沉”的史料学项目。叶昶、张振涛、李

玫、喻意志、朱旭强和余作胜等人先后参加了这一项目。到2016年，它发展为金溪的博士后出站报告《汉唐散

佚乐书整理与研究》，经多年努力，共辑出汉代至五代散佚乐书二百多种，其中有佚文留存的约一百种。我们从

中得到一个认识：和史料汇编一样，音乐古籍辑佚也要有明确的体例作为指引。但它的体例意识有两重性，既要

建立自己的工作体例，又要把握古籍原书的体例。如果说辑佚学的基本要求是对散佚古书进行复原，那么，我们

首先要注意对原书体例加以复原。原书体例不易尽知，这时，就要按多闻阙疑的原则来求证。

　　从具体操作看，复原佚书的结构，有以下几条求证途径：

　　其一，借助后世典籍对原书卷次的记录来恢复卷次，借助后世典籍所采用的佚文排列方式来恢复排列顺序。

前者如王应麟《玉海》，其中音乐部分保存了徐景安《历代乐仪》、刘贶《太乐令壁记》等数种乐书的卷目与卷

内子目分类；后者如《初学记》等唐宋类书，各书所载《琴操》篇目，对每首琴曲标明了序号，且排序方式基本

一致，可借以确定原书的排序。

　　其二，根据同时期的音乐文体分类观辨析原书的性质与结构。这一方法之所以可行，乃因为汉唐之间的乐学

著作往往是官方记录，与仪式有关，因而有较严格的体裁观念——以不同体裁记录不同的音乐活动，并以书名表

现书籍的性质。例如《乐社大义》《乐论》《乐义》均署为梁武帝所撰，书名且相似，但其性质却各有异同。根

据《隋书·音乐志》所载沈约天监元年奏疏及相关记录，⑨这三部书有共同的编纂背景，在梁武帝登基后不久编

纂，目的是“定大梁之乐”，亦即为雅乐改制奠定理论基础。资料表明，《乐社大义》旨在为雅乐改革活动确立

指导思想，并阐述相关理论和古代传统，由作为雅乐改革的组织者与最高领导者的梁武帝亲撰，即《隋书·音乐

志》所谓“帝既素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所以《隋书·经籍志》将此书列于乐类之首。而《乐论》



是对前代雅乐制度的讨论，带有驳论性质，通过批驳前人观点，来证明梁武帝雅乐理论的正确性与权威性。《乐

义》一书见于《隋书·经籍志》的小字注文，为梁“武帝集朝臣撰”⑩，是朝臣对先代雅乐文献的汇编。从功能上

说，这三种乐书代表了“自制定礼乐”的三个方面：(1)以《乐社大义》阐述改定礼乐的纲领；(2)以《乐义》汇

编历史资料；(3)以《乐论》辨析“旧事”，进而确立可采用的思想素材。这些分析，有助于判断佚文的归属。

　　其三，根据散佚乐书的体例和背景文献的体例辨认佚书之结构。比如我们收集到十条“乐书”佚文。为辨别

其归属，考证了信都芳《乐书》、徐景安《乐书》(《历代乐仪》)和《太平御览》等文献，得出三个认识：第

一，《魏书·术艺传》(11)和《北史·信都芳传》记载说，信都芳曾饱览安丰王元延明的藏书，“得律管吹灰之

术”。据知信氏《乐书》的编纂基础是元延明的藏书与信都芳的律学造诣。这在《乐书要录》的引文中可以得到

印证。第二，《太平御览》的编纂体例是：卷首所列引书目录，与正文中的引书基本对应。据此判断，其引书目

录中的《乐书》，对应的就是正文卷五六五《律吕》中的《乐书》“雅乐部器”条，以及卷五六六《历代乐》中

的《乐书》“上古诸帝乐名”条。参考《玉海》等著作，我们判断这两条资料出自徐景安《乐书》。第三，徐景

安《乐书》中有《八部乐器》一卷，是按八音顺序排列乐器的。综合这些认识，十条“乐书”佚文的归属与位

置，是容易判断的。

　　其四，根据佚文内容判断其在原书中的位置。这是因为，处于不同位置的文献，在内容和书写方式上都会存

在区别。比如在《古今乐录》的佚文中，有一些内容较宏观的文字，可以判断是“序文”的佚文。

　　以上所说，是进行音乐古籍辑佚的一项核心工作。围绕它有很多细致的事情可做。首先一件事是辨认引文正

误。由于古人引书的方式比较随意，往往采用节引方式、转述方式，或根据主观意见改动文字，因此，要广罗资

料来作比较，得出准确认识。这样做，有三种常用的方法：(1)注意内容是否符合书籍的年代；(2)看书名是否混

淆；(3)考察引文是否有流传线索。比如《太平御览》卷五六五载牛弘对隋文帝问候气事，而署书名为《古今乐

录》。鉴于《古今乐录》成书于陈代，早于隋文帝，故可取第一种方法，判断这是一条误引的文字。又如明清引

文常常是从唐宋典籍中转引，而非直接引自早期音乐文献，因此要取第三种方法，留心前人未引而明清人新引的

文字。其次是辨别辑本之误。由于乐书辑佚有很大难度，所以容易出现错误。从辑录《大周正乐》的经验看，容

易犯五种错误(12)：(1)将不属于原书佚文的内容辑入，以至于文意不通；(2)忽略年代较早的文献，而袭用晚近

文献中的错字；(3)不按可考的卷内结构罗列佚文；(4)漏辑；(5)误标句读。例如陈旸《乐书》卷一三六“编磬”

条云：“大架所用二十四枚，应十二律倍声，唐李绅所传也。小架所用十四枚，通黄钟一均，上倍之，《大周正

乐》所出也。”其中所记“大架”之事，乃出自唐李绅。所记“小架”之事，出自《大周正乐》。《〈大周正

乐〉辑考》一文未细察，统辑为《大周正乐》之文。这就属于第一种错误。

　　乐书辑佚是常见的音乐史料工作，古已有之。近年来较具影响的成果是吉联抗的《古乐书佚文辑注》(13)。

此书从中华书局点校本《乐府诗集》中抄辑乐书佚文，并用《四部丛刊》影汲古阁本对核，所辑文字概依《乐府

诗集》排序。这种做法发人深思。积极地看，它反映了中国音乐史学的一项诉求，即中国学术的确需要音乐古籍

辑佚之学。客观地看，它代表了中国音乐文献辑佚的早期规范，即采用选编的方式来辑佚，服务于教学而非学

术。但从消极方面看，它并不符合中国文献学的传统，因为它不注意全面占有资料，也无复原古书的意识。借用

孔子的说法，它不是“正色”的音乐史料学，而是“紫色”的音乐史料学。这提醒我们：中国音乐史学不仅需要

辑佚之学，而且需要辑佚学的科学规范——需要建立竭泽而渔地搜集资料的自我要求，建立尽可能地复原原书架

构的目标。这样做，有一个必要的步骤，即细致考察古代乐书的时代特征，考察其体例及其背景文献的体例。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音乐史料学是中国音乐史学的基础学科。近三十年来，它积累了很多经验。通过学术实践，

相关研究者已经建立起对中国音乐史学之特性、中国音乐文献之特性的认识。文献史料的丰富性，决定了中国音



乐编纂的重要地位。这种丰富性是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音乐学的。而音乐文献强调伦理等级，因而从属于少数人的

特性，也决定了中国音乐史料编纂的难度。尽管如此，中国音乐史料编纂学和整个中国音乐史料学，仍在不断地

发展和进步。其发展进步的主要方式是：一方面，越来越关注中国音乐学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越来越注意吸

收中国史学的学术方法。这有三个突出表现：(1)在整理出版音乐古籍的工作中，充分运用文献学方法，即重视选

择底本，注意底本的形式特征，按规范撰写提要，以必要的版本校勘作为整理音乐古籍的前提；(2)在汇编音乐史

料的工作中，重视体例设计，因而出现了选编型、类编型、考编型等多种著述文体；(3)开始按规范的文献学方法

辑编散佚乐书。这些进步，简单说来就是：资料领域扩大了，学术方法丰富了，学科结构也得到了改变。举个例

子，以前编辑音乐史料，尽管也会注意设计体例，但由于以音乐史教学为目标，这种设计的标准较低，只注意编

写方式的一贯性，以及音乐史教师的阅读预期。而现在的音乐史料编纂，却逐渐把文史各学科的学术预期作为对

象了。这种中国音乐史料学，实际上已经成为一般意义的中国文献学或中国史料学的重要分支。

　　中国音乐史料学，是在包括中国音乐史学在内的文史各学科的推动下进步的。由于这种推动，它还有一个重

要动向，即开始关注一些特殊的音乐文献，比如藏于域外的汉文音乐文献、流传在民间的仪式文献和唱本文献。

2012年，接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会资助，我们启动了“域外汉文音乐文献整理与研究”这一重大项目。其

主要内容是：以历史上的汉文化圈为范围，针对日本、朝鲜、韩国和越南等东亚国家，调查它们在历史上使用和

保存的汉文文献，对其中的乐书、乐谱、乐图、日记、音乐仪轨、乐家文书等著作和相关史料进行整理和研究。

到2018年，已实施以下工作：(1)以考订方式进行《高丽史乐志》研究，完成《高丽史乐志校释》《高丽史乐志

研究》等专著；(2)以点校方式整理日本古乐书，编成七卷本《日本古乐书集成》；(3)以辑编方式、叙录方式整

理日本各种音乐文献，编为《日本古记录中的音乐史料》和《大陆音乐在日本的流传：汉文史料叙录》；(4)收集

资料，着手编写《越南汉文音乐史料汇编》。除此之外，我们还与其他音乐史学研究者合作，开始进行民间仪式

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民间唱本的整理和研究。这些工作意味着，中国音乐史料学，其领域正在逐步扩大。而随着

视野的扩大和学术规范的确立，中国音乐史料学也将建成自己的方法体系。老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可以相信，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健康发展的中国音乐史料学，那么，未来的中国音乐史学便必定会有广阔的前

途。

　　注释：

　　①公元前841年，西周人推翻施行暴政的周厉王，推举周穆公和召穆公共同执政，称“共和”。从这一年

起，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如君王在位，都以编年形式做了明确记载。

　　②参见王小盾《中国音乐学史上的“乐”“音”“声”三分》，《中国学术》2001年第3期；又载《隋唐音

乐及其周边》，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

　　③(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7页。

　　④参见南江涛《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古籍影印出版》，《中国出版史研究》2008年第1期，第89页。

　　⑤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北京古琴研究会编《琴曲集成》(第五册)，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页。

　　⑥(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2页。

　　⑦参见王小盾、金溪《中国古代的音乐史书写》，《音乐艺术》2018年第3期。

　　⑧《隋书》卷13“音乐志”，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88页。

　　⑨同注⑧，第288页。

　　⑩《隋书》卷32“经籍志”，第926页。

　　(11)原文云：“延明家有群书，欲抄集五经算事为《五经宗》，及古今乐事为《乐书》。又聚浑天、欹器、

地动、铜乌漏刻、候风诸巧事，并图画为《器准》，并令芳算之。会延明南奔，芳乃自撰注。”《魏书》，中华



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胡子轩）

书局1974年版，第1955页。

　　(12)参见亓娟莉《〈大周正乐〉辑考》，《***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第122页。

具体论证见另文。

　　(13)吉联抗《古乐书佚文辑注》，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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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效的治理机制
【中国攻坚进行时】城乡融合发展：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效的治理机制
罗奂劼：全球制造业东西分化明显 中国复苏态势强劲
经典何以从未过时、启迪常新
民法典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
南岛语族考古研究基地大变样：遇见史前 一眼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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